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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

罗克全

摘　要：“共享发展”要求在公平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中，保证社会发展的质量。“共享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观，是“劳动—所

得”，即“按劳分配”的正当性和社会合作“道德应得”的善的结合。同时，它还体现和践行着

中华“和”文化本质特性。“共享发展”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分配原则总结与

反思的结果：从“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的，到“共享”作为发展的前提。从“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到“共享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的跨越，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动

力之源。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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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五大”发展理念最关键，甚至可以说

是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的目的与根本归宿就是“共享”。“共享”是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分配的基本要求、国家政治

认同的拱心石，是社会互利合作、诚信友善的力量

之源。“共享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分配原则。“共享

发展”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

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①。这种分配

正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达。

同时，“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不同时期分配原则历史发展的自然延伸，更是适应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正义原则。它解决

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公平中求效率，使发展有质量——既具有道德上

的“正当”同时具备效果上的“善”，因而就是当

代中国的社会正义。中国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但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

裕”。其中，我们所经历的分配原则有：“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强调

公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强调效率与公平的

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到今天中国新时

代特色社会主义以“共享发展”作为我们的分配正

义原则。

“共享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根本

要求，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分配原则

的总结，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

基本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回应。

一、“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

正义的中国化表达

“共享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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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它

首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配原则——“劳

动—所得”（即“按劳分配”的正当原则）和社会

合作“道德应得”的善的原则，即“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如果社会的主体制度不是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

共有，那么“劳动—所得”即“按劳分配”原则的

社会前提就不能成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

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

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他的劳动

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就成为财富的源泉”②。 
另一方面，“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

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剥削所提出的分配原则：

资本家的财产源自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只是由于资本家占有资本，有权力购买工人的劳

动力，使预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工人的劳动

力是唯一创造资本主义财富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与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例如，亚当•斯密

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社会财富的来源③）。

这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批

判资本主义剥削的非人性化制度中，马克思对未来

正义社会的分配基本要求是“按劳分配”。正如

《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那样，“共产主义并不剥

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

占有去奴役他们劳动的机会。”④也就是说，劳动

所得的社会产品不能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从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分配原则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

证：社会中每个人的资质和机遇并不相同，如果仅

仅从“劳动—所得”原则去理解、去分配社会产

品，那么有可能就又会陷入把社会产品当作个人权

力而导致人的异化。所以，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

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

继承权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还指

出，一切劳动都是社会合作的结果，只有通过社会

合作，劳动才能成为社会财富⑥。 
与马克思主义正义的分配原则相一致，“按

劳分配”是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先决条件，也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效率之所在。然而，所有的个人

都是因为参与到社会合作体系之中，他的个人能力

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社会合作和社会稳定是实现

个人潜能、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在现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我们仅仅把“劳动—所

得”作为我们的唯一的分配原则，漠视社会合作体

系的基础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前提，就会导

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其结果是财产通过私人占有成

为统治社会或他人的权力，如果任其发酵，必然会

产生“物对人的异化”和社会合作体系的崩溃。在

我国，这种异化现象（尽管其原因并不能从根本上

归结为“按劳分配”）和社会不合作已经成为我们

发展中的障碍，阻挠和干扰着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信赖。

“共享发展”理念针对的和要求避免的就是贫

富差距的出现，同时注重社会合作的道德要求。因

此，它又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应得”分配原则的中

国实践——“共享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

原则新的时代表达。

那么，如何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所

得”和“道德应得”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享发展”理念的分配原则呢？首先，它是由

人的“类本质”特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

作为“类本质”而存在的，即“自由人联合体”。

人类的正义追求决不是建立在个人发展使其他人受

损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相互冷淡的个人之间的

无害原则基础上。相反，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

人的“类本质”追求是“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其次，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政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消灭把人的劳动或劳动

者看成单纯社会财富的手段，即要求“建立在个人

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⑧。每一个个体都

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同样是每一个个体的“类

本质”（我们认为“精准扶贫”也应当是其中应有

之义）。

再次，如果没有“劳动—所得”就没有发展

（效率）；如果没有“道德应得”同样也不会有公

平的社会合作。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固守于“劳

动—所得”，那么，当所得的结果形成贫富差距，



17 

罗克全：共享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

必然会使财富成为权力去统治和剥削他人的劳动

时，不仅牺牲的是公平、造成社会共同体的分裂，

最终连发展（效率）也不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贫

富差距巨大的南美逐渐失去效率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

义原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发展与

公平相谐行的分配正义。

二、“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分配正义原则

“共享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

则，又是对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不同时期

分配原则总结与反思的结果，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迈向新时代的跨越。

自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以来，针

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我党适时提出了接续

继承、公平递进的一系列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和

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

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

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

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

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

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

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

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具有历史意

义的“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的分配原则。

回顾历史，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我国

的分配方式只能按照行政指令进行分配（尽管其分

配方式是有其目标原则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

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

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⑨。”面对中国改革开放

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

生产效率，才能“有蛋糕”可分。“先富带动后

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一方面，只有同质

的差异才能产生效率；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发展才

能实现共享。也就是说，如果收入的差距过大，导

致社会分裂，那么社会发展必然会损害其效率；只

有把收入差距控制（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在合理范

围之内，才能保持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效率。

以前，关于“先富”“后富”问题的争论，除

了我们在当时的确存在某些管理不善之外，还有我

们思维方式转变，即道德评价标准的转变：“好和

坏”的事实判断与“对和错”的价值判断，至今为

止仍在影响和干扰着我们一些人对问题的理解。在

解决了价值判断的问题之后，我们应当注重解决事

实判断的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注：到十八大召开之

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各方面都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正在被世界各国所瞩目和重视。正如我们

通常所说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

展离不开中国”。这就需要我们用中国的话语方

式、中国发展成就，特别是正义的社会原则展示中

国的大国形象。当然，我们也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优势解决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问

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中

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其中，“共享

发展”作为其它一切发展理念的目的与归宿是实现

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要求，标志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以“共享”为前

提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了共享而发展。

“共享”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但决

不是消灭合理差别的平均主义。它是以扶贫开发的

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早在2013年11月习近

平同志就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此后他还多次指

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小康”“共同富裕”等观念，我们应当理解为：在

基本生活保障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我们都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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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和自己的能力与意愿⑩相一致的生活。这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重要步骤。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每个人每

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为1000元（每月费用在这个数字

以下收入的为贫困），如果通过扶贫开发、全面小

康社会的实现，我们每个人所得的保障性收入为每

月3000元，甚至更多。此时，尽管我们还存在着收

入的差别，但是，那是在小康生活水平基线以上的

差别。这种差异就是我们个人能力与意愿的差异，

它让我们每个人认可自己的能力或机会与他人的差

别，甚至认可自己的兴趣、爱好或专业与他人获得

社会产品在量上的差别。然而，因为有差异，社会

合作体系仍然保持着效率与发展。并且，这种差异

的存在就是使人们产生希望的动力。

与此相一致，“共享发展”同样是我们中华

传统的“和”文化在新时代分配正义原则的实现

与深化。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礼之用，和

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变不可行也”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

弃矣”。“共享”的目的不是追求平均，而是脱

贫，实现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使我们的社会在发

展中增进人民的福祉，使每一个人在社会合作体系

中获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从“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的，

到“共享”作为发展的前提；从“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到“共享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

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切表明：我们所处

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质的跃迁。

三、“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未来指向

“共享发展”是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

放以来，为完成不同时代特定的历史任务所必然产

生的中国民生问题的原则和目标。“共享发展”的

贯彻实施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为

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首要的历史任务就是维护

和保证国家主权的独立。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我们

必须进行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工业、能源、交通、通

讯等一系列相互配套的设施建设。而这一切建设所

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维持它们的运行，需要强大的

国家力量调动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采取高度集

体化方式，为维护国家独立的国防体系提供最大限

度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支持。那时所采取的工农业

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全力支持工业尤其是

重工业的生产，导致了本来就存在着很大差距的城

乡之间进一步扩大。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和各个不

同时期，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

高度关注，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

当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保证和提

高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成为突出的社会发展要求

（当然，到底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后再发展民生，

还是民生发展才能保障重工业的发展，需要专题进

行严格的学术论证。这里，我们只能从历史事实出

发谈论这一问题）。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无法完全通

过中央计划完成的，它需要通过市场方式才能满

足，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计划经济是

以政治需要为目的（国家独立），各经济单位（企

业）不以效率为原则，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地完成计

划指令。当然，计划经济是无法完整地、真实地满足

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一般说来，市场经济形成的是

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相一致的生产与交换，市场主体

必须以效率或人们的生活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市场的

开放性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当时单一的、僵化的计划经

济体制，同时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就是

为了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

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从以往敌对的前沿

转而变成改革开放和外商投资的前沿。因为改革开

放初期，在东南沿海兴办的独资、合资等企业所生

产的产品基本上都与我们当时短缺的日常生活需求

紧密相关。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并且在投

资、税收等方面享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所给予的政

策优惠，再加上吸纳大量从内地转移过去的农村劳

动力，促进了东南沿海迅速发展。而内地则由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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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较晚、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等多种原因的影响，发

展相对缓慢，导致地区之间产生差别。另外，20世
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生了行业收入的差别。还有

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教育等重要的民生问

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发展方式的转换，逐

步突显。

“共享发展”就是适应我国新时代、针对以

上出现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首

先，它是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中国实践；其次，

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体现；更重要

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表达。

“共享发展”就是在“共享”但不损失经济与

社会进步效率的前提下发展；发展但不导致贫富差

距或社会合作体系被破坏条件下的“共享”。如果

采取平均主义的方法，不但损害发展，造成“共同

贫穷”，最后连“共享”都无法真正实现。相反，

在新时代条件下如果仅仅依靠发展而不共享，那

么，发展也最终会因为社会分裂而失去动力支持。

所以，“共享发展”决定了我们以市场社会主义的

方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性。

我们所面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行业差

别等问题的产生，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

生问题的浮现，需要我们从中华民族完成近现代历

史使命的合理性中去理解和从未来发展中去解决。

“共享发展”正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大格局中去面对历史、解决历史问题。以

“共享”为原则的公平正义社会合作体系解决我们

现有的社会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未来进一步发展

的坚实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目标作为立党之本的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就自觉地担负起并坚持着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是，在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中国社会条件下首先应完成国家独立与富强的

历史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共享发展”以正义的

社会分配原则，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

距、贫困差距和解决民生问题。在“共享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实现人的解放，体现了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决心。

总之，“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原

则的中国话语方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的正义原则。“共享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实践进程的总结和中华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它使我们能够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同时，保持

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在

中国的实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

念的承诺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表征。它使得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尊重感、获得感和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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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uo Kequan

Abstract: Sharing development requires a high 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fair and just social cooperation system. A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ising from Marxist distribution justice, sharing 

development is a combination of labor and gain or in other words, of legitimacy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good of moral 

due in soci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it also embodies and carries ou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harmony-loving culture. Sharing 

development is born of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to distribution principles in all sta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turns from the development purpose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the development premise of sharing. The shift from efficiency comes 

first with justice in mind to sharing development shows a successful he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fueling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hich presents the sheer determination of communists remaining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thei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Key words: Sharing Development; Marxism; Distribution Justice; Development Concept in A New Era


